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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如何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吕 坤，吕 萍

摘  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重要要素的城市土地如何通过高质量利用促进空间资源配

置优化、发展方式转型及人居环境提升已经成为愈加重要和急于破解的问题，直接关乎新型城镇化质量、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本文基于 2008—2023 年中国 27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相互作用

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土地利用质量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城市群领先优

势明显，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但高值区范围随时间推移持续扩张，区域差异化发展中整体趋向均衡；智慧城

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平均提升幅度达 3. 3%，数字赋能、绿色创新与传统产业集聚构成

核心作用机制；值得关注的是，试点城市对邻近非试点城市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虹吸效应导

致邻近地区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下降。研究表明，需推广试点城市技术与管理经验，引导非试点地区向集约

化、低碳化转型，深化智慧城市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以提质增效，构建区域协作机制化解空间负外部

性，推动城市均衡协同发展。研究为统筹数字化转型与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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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新型城镇化与“双碳”目标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城市土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空间载

体与资源要素［1］，其利用效率和质量直接关乎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发展能级。当前我国城镇化

率已超 65%，但土地利用仍面临粗放扩张、结构失衡、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亟需通过制度创新

与技术赋能提升集约化、精细化水平。现有研究多从政策驱动、技术创新、空间效应等维度探讨

土地利用质量提升路径，证实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2］、低碳试点［3］等政策及数字基础设施［4］、交

通网络［5］等科技进展对土地绿色利用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关注到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效应［6］。随着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智慧城市作为推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新型形态，通过数字化技术集成与智

能化管理手段，为破解土地利用深层次矛盾、实现空间紧凑化、功能复合化、生态友好化的土地

高质量利用提供了新路径。

从国家战略落地需求来看，《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 与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已将土地高质量利用与智慧城市建设深度绑定，明确要求通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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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改革与设施智慧化升级，实现城镇发展与土地承载能力的动态平衡。但政策实践中仍面

临三大突出难题：潜力地区土地低效闲置问题频发［7］、都市圈接合区空间碎片化制约集约发展［8］、

城市更新中易出现拆建失衡与功能错配［9］。上述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将智慧城市的技术优势转化为

土地精准治理效能，政策落地亟需实证研究回应优势如何转化、难题如何破解的关键命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 2008—2023 年中国 27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城市土地

高质量利用水平，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开展实证检验，试图为解决这些实践问题提

供理论与实证支撑，既回答“智慧城市能为土地管理带来什么”的价值命题，也回答“智慧城市

如何破解土地利用痛点”的路径命题，最终为各地探索“智慧化土地集约利用”模式提供可参考

的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整体影响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是在保障生态安全与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以实现土地资源经济效率最

大化、环境负荷最小化、空间布局合理化及功能复合化为综合目标，其核心维度包含以下四个方

面：经济维度，主要体现为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产出以及产业附加值；生态维度，涵盖生态用地

保有率、与土地利用相关的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空间维度，涉及土地利用结

构合理性、空间集约紧凑度和基础设施共享水平；社会维度，则包括医疗、教育、文化设施等公

共空间可达性。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核心在于通过大规模部署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跨部门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平台，推广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园区等智能

化应用场景，并配套出台相应的产业引导与创新激励政策。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智慧城

市试点正是依托上述技术支撑和政策框架，驱动城市空间重构与要素配置的深层次变革，为土地

高质量利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条件。技术应用层面，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感知

网络和强大的信息处理中心，实现了对包括土地、建筑、交通、环境、人口等在内的城市运行状

态的实时、精准、全面感知与分析［10］。这为土地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基础设施布局的精准性、土

地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直接服务于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经济、空间和社会

维度目标。空间重构层面，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不仅强化了传统城市中心的集聚效率和辐射能

力，更促进了多中心、网络化的新型空间结构形成［11］。这种空间结构的优化重组，直接促进了土

地利用格局的均衡化、紧凑化和效率提升。要素配置层面，智慧城市构建的开放数据平台和一站

式政务服务平台，显著降低了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信息壁垒和交易成本［12］。企业能更便捷地

获取土地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和潜在合作伙伴，居民能更高效地参与规划反馈。政府部门则能基

于更全面的数据做出更科学的土地供应、产业准入和规划决策［13］。这种信息透明化和流程优化，

极大提升了土地要素的流转效率和配置精准度，是土地高质量利用在经济和制度层面的关键保障。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 （H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二）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影响机理

1. 数字赋能效应。智慧城市试点通过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普及和城市级数据平台建设，为

城市各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奠定基础，将数字技术从辅助性工具升级为土地要素配置的

关键性重构机制，其核心差异在于精准化管理与政策激励。在政府管理精准化方面，试点城市整

合国土、规划、环保、经济等多源数据［14］，构建智慧管理平台如“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平台”，实现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实时掌握地块开发强度、产业类型、环境排放等信息以识别低效闲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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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基于大数据模拟预测不同规划方案的土地利用效率、环境影响和经济收益，科学制定政策优

化土地供应结构、产业准入标准和空间布局；并通过线上审批流程透明化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自

动化执法，提升监管效能，大幅降低管理成本［15］，显著减少土地资源错配和浪费，推动土地在空

间和经济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智慧城市环境和政策激励加速了企业尤其是用地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进程［16］，企业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研发、生产、物流、仓储等

内部流程，提升效率并降低单位产出的土地和资源消耗［15］；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如发展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提高土地空间和设施的共享水平［17］，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资源集约

利用，直接反映为单位土地面积经济产出的增加和资源环境负荷的降低［18］，智慧园区模式更体现

了土地功能复合化和空间集约化理念。因此，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赋能，提升了政府和市场主

体在土地利用决策和管理的精准度与智能化水平，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效率，降低资源环境成本，

系统性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H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赋能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2. 绿色创新效应。智慧城市试点通过强制性环境规制与诱导性创新支持的协同框架，构建了

绿色创新的制度-技术共生环境，系统性驱动绿色创新。在约束维度，试点将生态环境实时监测、

考核排名与数据公开制度化，形成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刚性问责机制［19］。这一机制迫使地方政府

强化环境执法力度并提高区域环保准入标准，进而通过政策传导效应倒逼企业开展绿色工艺改造、

清洁技术研发与能源结构优化［20］。在激励维度，试点构建的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基础设施及开放

创新生态，显著降低绿色创新的边际成本与试错风险［21］，使企业能够基于精准的能耗与环境数据

优化生产流程，并通过智能化设备实现节能减排的规模效应。

绿色创新直接驱动土地利用的生态优化与绿色增值。生态维度上，绿色技术创新直接降低单

位土地面积承载的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量［22］；经济维度上，绿色创新驱动企业改变粗放发展

模式，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和过程优化，提升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附加值［23］。绿色产品、技术和服

务本身也构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土地产出的“绿色含量”和长期竞争力；空间维度上，对高

污染、高能耗产业的严格准入和倒逼升级，促使低效用地被置换或升级为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化

了区域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使土地用途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布局要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智慧城市建设通过绿色创新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3. 产业集聚效应。智慧城市试点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与智慧化基建，定向培育智慧化、数字

化、绿色化产业集群［24］。其核心路径包括：打造智慧产业园区，提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共享

研发平台与智慧物流体系［25］，降低企业初始投入成本［26］；构建产业数据平台，整合产业链信息与

技术供需数据，缓解信息不对称［12］；实施专项扶持政策，针对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产业提供税

收减免；推广“一网通办”优化营商环境［25］。因此，智慧城市试点可以通过成本削减、知识溢出、

分工深化与业态融合协同驱动产业集聚。首先，智慧园区提供的高标准基础设施与专业化服务显

著降低企业初始投入与运营成本［26］，产业大数据平台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匹配供应商与客

户的搜寻成本，共同构成企业空间集聚的经济引力；其次，试点推动的产学研平台与产业社区加

速人才技术流动，地理邻近性使企业间正式与非正式知识交流频率提升，强化集群创新迭代能

力［27］；再次，政策引导下形成的产业生态有助于深化产业内部分工，且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供应链

各环节成本［28］；最终，智慧场景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提供试验场［29］，传统制造业就近获得

智能化改造服务，智慧企业快速对接应用场景，催生更高效的新型集聚形态。

进一步地，智慧城市驱动的产业集聚通过提升经济密度与优化空间配置，显著促进土地高质

量利用。经济维度上，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效应，显著提升了集群内企

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27］，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和产业附加值。智慧融合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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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传统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空间维度上，节约集约用地，企业在园区内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避免了重复建设，显著提高了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基于产业链联系的集聚，促使上下

游关联企业在地理上靠近布局，减少了中间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和距离，优化了产业空间组织，

使土地利用更加高效；生态维度上，智慧产业园区通常执行更严格的统一环保标准和管理，集中

处理污染物的效益更高。产业升级和智慧化融合本身也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排放［30］。

综上，智慧城市通过专业化平台建设、信息环境优化与精准政策实施，定向培育智慧-绿色-高效

型产业集聚，显著提升土地经济产出密度与空间配置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4 （H4）：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产业集聚提高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

（三） 智慧城市影响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试点城市与邻近城市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经济地理关联性，因此试点城市的相关政策措施不仅会

对本城市的土地高质量利用效率产生影响，也会对邻近城市的土地利用质量产生影响。一方面，智

慧城市试点有着广泛的“催化”影响，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令行为主体产生“学习效应”，对周围城市

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积累示范经验，优化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从而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

政策试点本质上是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良性互动，近年来中央政府强化了对各类试

点项目的评价，以结果评价为驱动，提高政策试点的成效［31］，试点本身将构建一种地方政府间的竞

争机制，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方面。中国的政策试点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已

形成了丰富经验：掌握试点时机、挑选典型地区、配备能力强的干部、客观评判试点结果［32］。这意

味着试点城市相较于邻近非试点城市拥有较大的比较优势，从而产生虹吸效应，对邻近城市的技术

创新以及产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不利于其促进土地高质量利用，从而形成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5a （H5a）：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将对邻近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

假说 5b （H5b）：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将对邻近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产生负向空间溢出

效应。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影响机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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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研究基于住建部推出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利用双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
HUUL） 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将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未参与试点的城市

作为控制组。设定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标识城市是否属于“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城市；设定时间虚

拟变量 time 表示时间是否处于“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后。由于各城市“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时间

不一，本文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构建如下具体模型：

HUULct = a0 + a1 treatct*timect + ∑j = 1
n bj Xct + uc + λt + εct （1）

其中，HUULct 为城市 c 第 t 年的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Xct 为本文所选取的一系列控制变

量，uc 为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ct 为聚类在城市层面的随机

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

平 （HUUL）。传统土地利用模式以增量扩张和

经济效率优先为特征，过度追求经济产出的规

模增长，忽视要素投入的精准配置、土地利用

的结构优化与生态社会价值的平衡，导致环境

负荷过重、生态绿化空间被挤压、社会服务资

源分布失衡等问题，加剧空间错配与生态透支。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驱动，聚焦经济

产出能力提升、要素投入强度优化、土地利用

效率提高、环境影响程度降低、生态绿化水平

改善、社会服务保障均衡六大核心方向，实现

土地资源在“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中的

要素适配、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基于上述框

架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从经济产出能力、

要素投入强度、土地利用效率、环境影响程度、

生态绿化水平、社会服务保障六个维度构建

HUUL 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选取地均

GDP、财政投资强度、工业用地产出强度、工

业烟粉尘排放强度、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万人

床位数等 17 项二级指标，最终通过熵值法测度

各城市的 HUUL 指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智慧城市建设，其具体测度指标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

（DID）。中国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正式起步于 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 《关于开展智慧

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在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逐年分三个批次确定了试点城市 （包括

表 1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经济产

出能力

要素投

入强度

土地利

用效率

环境影

响程度

生态绿

化水平

社会服

务保障

二级指标

地均 GDP（万元/km²）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km²）

第三产业贡献率（%）

地均外资企业数（个/km²）
财政投资强度（万元/km²）

园林绿化投资强度（万元/km²）
路网密度（km/km²）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万元/km²）
非工业用地人口承载密度（万人/km²）

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t/km²）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t/km²）

碳排放强度（t/km²）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²/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地率（%）

万人床位数（张/万人）

学生密度（人/km²）
文化设施密度（册/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

指标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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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本文还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变量。非农产业占比 （LnInd）：二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自然对数值测度。政府收支缺口 （Ga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之差的标

准化值测度。城市人口密度 （LnLight）：城市夜间灯光指数均值的自然对数值测度。城市道路面

积 （LnRoad）：城市道路面积的自然对数值测度。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智慧城市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机制，本文选取如下中介变量：数

字赋能、绿色创新、产业集聚。数字赋能 （DE）：以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

关的关键词的总词频测度。绿色创新 （GI）：用城市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的自然对数值测度。产

业集聚 （IC）：本文所指的产业集聚有两层含义，一是传统产业集聚 （TIC），本文采用区位熵的测

度方式，具体测算方法为：TICct =
laborct /∑c

laborct

popct /∑c
popct

，其中， laborct 为城市 c 第 t 年的二三产业从

业人员数，∑c
laborct 为样本中第 t年所有 278 个城市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总和，popct 为城市 c 第 t

年的户籍人口数，∑c
popct 为样本中第 t 年所有 278 个城市的户籍人口数总和；二是智慧产业集聚

（SIC），借鉴既有研究［33］的做法，基于企查查数据库 （https：//www. qcc. com/），将经营范围包

括“智能”“云”“数据”“物联”“机器学习”等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内容的企业筛选出来，并汇

总至城市-年份层面，最终以人工智能企业存量与城市建成区面积比值的自然对数值测度。

（三）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8—2023 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

地级市的官方统计公告、政府工作报告。针对部分城市少数年份数据缺失的情况，本研究采取了

前向或后向填充的解决方法。经过系统的数据整理，本研究汇总了 2008—2023 年间中国 278 个地

级市的面板数据，相关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

（一） 中国 HUUL 时空分异格局

本研究基于测算得到的中国各地级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HUUL） 指数，系统分析了 2008—
2023 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城市 HUUL 水平的演变特征，如图 2 所示。从时间趋势看，在样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HUUL

DID

LnInd

Gap

LnRoad

LnLight

DE

GI

SIC

TIC

变量含义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非农产业占比

政府收支缺口

城市道路面积

城市人口密度

数字赋能

绿色创新

智慧产业集聚

传统产业集聚

样本量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4 448

均值

3. 925
0. 244
4. 479
0. 764
7. 131
1. 829

11. 277
2. 519
1. 140
0. 612

标准差

0. 288
0. 430
0. 096
0. 185
1. 004
0. 895

10. 180
1. 799
0. 950
0. 376

最小值

3. 272
0. 000
4. 116
0. 000
4. 528
0. 188
0. 000
0. 000
0. 038
0. 190

最大值

4. 900
1. 000
4. 611
1. 000
9. 564
3. 868

106. 000
7. 349
4. 047
2. 502

中位数

3. 919
0. 000
4. 496
0. 811
7. 067
1. 754
9. 000
2. 303
0. 823
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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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全国及东、中、西部城市的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均呈显著且持续上升的态势。具体来看，

东部地区初始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呈领先增长；中、西部城市虽起点较低，但增长

速度逐步加快，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持续收窄；2019 年后，东、中、西地区的 HUUL 平均水平已趋

于接近，区域协调程度明显提升。这一变化印证了全国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系统性进步，从 2008 年

东部领先、中西部相对落后的“核心-边缘”格局，逐步向 2023 年东中西部协同提升、多区域联动

的均衡格局转变，有力地支撑了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优化空间发展策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展示了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在第 （1） 列中，未包含任何控制变量，而在第 （2） 列

中，加入了城市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两个模型均考虑了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

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引入额外的控制变量，智慧城市建设的系数在 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均

为正数，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土地利用质量。据此，假设 1 得到了初步验证。

（三） 稳健性检验

1. PSM-DID 估计。为确保对智慧城市政策成效的评价建立在可比较个体间的差异之上，本研

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方法来处理研究样本。首先，利用 logit 模型计算出处理组与对照组

的倾向得分，随后运用最近邻匹配法进行了 1∶2 的配对，相应的匹配结果如图 3 所示。根据图 3 左

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向 0 收敛，相较于匹配前，控制组与处理组

表 3　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1）
HUUL
0. 044**

（2. 584）
No
Yes
Yes

4 448
0. 845

（2）
HUUL
0. 033**

（1. 972）
Yes
Yes
Yes

4 448
0. 855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图 2　中国 HUUL时空分异特征

图 3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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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协变量分布更为均衡。图 3 右显示，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概率密度分布更

为相似，说明本研究的匹配过程是成功的。

表 4 展示了采用 PSM-DID 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在表 4 的 （1） 和 （2） 列中，汇报的是基于

符合共同支撑假设的估计结果；而在 （3） 和 （4） 列中，则是基于非空权重的样本进行的估计结

果。结果显示，在 PSM-DID 方法下，智慧城市建设依旧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指数产生了显著的

积极影响。这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从而再次支持了假设 1：智慧城市建设对提升城

市土地利用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2.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只有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

策执行前展现出相同的趋势，双重差分法对解释变量的影响评估才是恰当的。为检验处理组与对

照组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并描述政策影响的动态变化，本研究借鉴事件研究法进行分析，构

建如下模型：

HUULct = a0 + ∑-4 < j < 9 aj treatct*timec，t - j + ∑
j = 1

n

bj Xct + uc + λt + εct （2）

本研究以政策实施前的第一期作为参照基

准期，根据模型估计结果，绘制了各期虚拟变

量的回归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如图 4 所示。在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启动前，各期虚拟变量的回归

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未表现出显著性。

然而，在政策实施之后，这些系数逐渐显示出

正向的显著性。因此，在政策执行前，处理组

与对照组的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指数不存在显

著差异，数据分析结果与平行趋势假设一致。

3. 安慰剂检验。借鉴陈强等［34］提出的安慰

剂检验方法，本文分别进行了时间安慰剂检验

及空间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5 所示。对于时间

安慰剂检验，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时间分别前

置 1 至 5 年，作为“伪处理时间”，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并绘制了时间安慰剂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图 （图 5 左），所有安慰剂效应都不显著。对于空间安慰剂检验，本文在保持处理时间和样本结构

不变的情况下，随机置换个体的处理状态，进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并重复 500 次，基于结果绘制

了空间安慰剂效应的核密度图与直方图 （图 5 右），处理效应估计值 （图 5 中垂直实线） 位于安慰

表 4　PSM-DID估计结果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1）
共同支撑假设

HUUL
0. 043**

（2. 527）
No
Yes
Yes

4 423
0. 847

（2）

HUUL
0. 032*

（1. 952）
Yes
Yes
Yes

4 423
0. 855

（3）
非空权重

HUUL
0. 058***

（3. 442）
No
Yes
Yes

3 065
0. 861

（4）

HUUL
0. 049***

（2. 971）
Yes
Yes
Yes

3 065
0. 868

注：***、**、*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图 4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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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效应分布的右侧尾部，故为极端值。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得出的估计结果并非随机产生，受

其他政策变动或随机事件影响的概率较低。

4. 处理效应异质性分析。由于样本中试点实施时间不同，为诊断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存在的

偏差，本研究参照 Goodman-Bacon 提出的分解方法来检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的准确性［35］，将

DID 估计量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比较不同试点时间城市的差异，另一部分是比较未参与试

点城市与各试点阶段城市的差异。基于这一分解，本文绘制了图 6 中的散点图，展示了各部分的估

计量及其对应的权重。从图 6 中可以观察到，不同试点时间城市间的差异权重较低，仅为 0. 92%，

其平均估计值为-1. 191；相反，未参与试点城市与试点城市间的差异权重较高，达到 93. 3%，其

平均估计值为 0. 047。据此，本研究发现，不良对照组 （即不同试点时间的城市） 对总体估计结果

的影响微乎其微，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 机制检验

本文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替换原有被解释变量为中介变量数字赋能 （DE）、

绿色创新 （GI） 和产业集聚 （IC），其中产业集聚细分为传统产业集聚 （TIC） 和智慧产业集聚

（SIC），以估计智慧城市建设对上述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重点关注其系数及显著性水平。表 5 汇

报了上述估计结果，分别对应汇报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各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水平。

图 5　安慰剂检验

图 6　Goodman-Bacon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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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赋能效应。根据表 5 列 （1），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赋能 （DE） 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

平上保持正向显著，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推动城市数字化转

型，进而为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提供技术变革基础。

2. 绿色创新效应。根据表 5 列 （2），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创新 （GI） 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增强了城市整体的绿色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提升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构建技术协同机制。

3. 产业集聚效应。根据表 5 列 （3），智慧城市建设对智慧产业集聚 （SIC） 的促进效应并不明

显，这可能是由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产业需求衔接不足，导致技术应用场景碎片化，未产

生明显的产业升级效益。然而，列 （4） 的估计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传统产业集聚 （TIC）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传统产业的集聚发展，

进而为土地高质量利用提供产业生态支撑。

因此，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说 2—假说 4，即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赋能、绿色创新以及传统产

业集聚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

（五） 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 HUUL 指数的促进效应是否对处理组邻近城市存在溢出效应，本

研究剔除了基准回归样本中的试点城市，并创建新的虚拟变量 Nearct，将与试点城市相邻的非试点

城市作为处理组，取值为 1；将未与试点城市相邻的非试点城市作为对照组，取值为 0。此外，创建

一个新的哑变量 Ntimect，若该城市的邻近试点城市在其试点期间或之后取值为 1，在试点开始前取

值为 0。进一步地，构建新的政策虚拟变量 DID_Nearct，即 Nearct 与 Ntimect 的交互项，基于多时点双

重差分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其系数及显著性大小以验证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表 6 列 （1） — （2） 展示了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样本估计结果均显著且为负值，这证实

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也支持了假设 5b。据此，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提升了试点城市的

HUUL 指数，还产生了显著的空间竞争效应，导致邻近非试点城市的 HUUL 水平下降。进一步地，

将样本划分为城市群地区和非城市群地区，以更精细地考察智慧城市建设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

结果如表 6 列 （3） — （4） 所示。在城市群内部，智慧城市建设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负向空间溢出

效应显著强于非城市群地区。这一结果的背后逻辑主要在于二者间要素流动强度与产业链紧密程度

的差异［36］［37］。具体来看，一方面，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密集，城市间交通可达性较高，智慧城市

试点项目的比较优势能够较快地吸引周边城市的人才、技术、企业等要素流动，显现出更强的“虹

吸效应”。另一方面，城市群内产业分工明确，上下游联系紧密。当智慧城市试点项目实施后，原

本可能落户于邻近城市的项目、企业或资金，会更倾向于向政策更优、数字化基础更好的试点城市

集中。因此，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关注“点”的突破，更要重视“面”的协同。

表 5　中介机制检验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1）
DE

1. 498**

（2. 180）
Yes
Yes
Yes

4 448
0. 653

（2）
GI

0. 140**

（2. 127）
Yes
Yes
Yes

4 448
0. 913

（3）
SIC

0. 011
（0. 355）

Yes
Yes
Yes

4 448
0. 943

（4）
TIC

0. 176***

（3. 230）
Yes
Yes
Yes

4 448
0. 842

注：***、**、*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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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基于前文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指数关系的实证检验，在考虑地区特性、

时间因素以及其他相关影响后，智慧城市建设使得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指数平均提高了大约

3. 3%，效应强度略低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但高于低碳城市［2］［3］。这种差异本质上源于不同政策

的核心机制差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聚焦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协同，低碳城市侧重环境治理的单

一突破，而智慧城市则以技术驱动为核心逻辑，通过数字技术对土地利用全流程的渗透，实现从

要素驱动到数字赋能的转型。

进一步地，这一正向影响的实现并非孤立，而是通过“技术奠基—创新驱动—产业落地”的

协同逻辑层层传导。数字赋能作为智慧城市的基础性投入，通过构建城市级数据平台和智能感知

网络，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为绿色创新提供了数据支持与技术工具［22］。同时，绿

色创新不仅是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中生态环境指标检测下的被动响应，更是政策激励下主动的技术

跃迁。试点城市往往配套出台绿色技术研发补贴、碳排放权交易等政策，形成硬约束与软激励的

双重驱动。最后，产业集聚是前两大机制落地的重要载体。智慧园区通过共享基础设施、降低企

业协同成本，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空间集聚［24］［25］，而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则提升了单位

土地的产出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发现智慧城市对智慧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反映

了当前重基建、轻应用的建设倾向［38］，提示政策需从技术供给端转向市场需求端发力，推动技术

与产业的深度耦合。

此外，空间溢出效应的结果进一步拓展了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理解。与既有研究关于

宽带中国建设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发现不同［4］，本文揭示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能引发负向空间

竞争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政策干预强度的本质区别：相较于宽带中国政策的普惠性特

征，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更强调通过试点探索、总结、提炼创新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城

市治理的智慧化，这种城市转型产生的政策洼地效应，使得地理邻近的非试点城市面临较大的人

才、资金等要素流失压力。这一发现与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可能扩大城市间创新能力差距的研究形

成呼应［21］，共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潜在的非均衡效应。两者均表明，数字相关政策在提升

试点地区发展水平的同时，可能通过要素集聚的极化效应加剧区域间发展分化，凸显了制度设计

中统筹效率与公平的必要性。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提出的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其根本价值在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深刻塑造着居民的生活便利性、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可及性以及

职住关系的协调程度。因此，土地高质量利用的本质，是对“人本城市”理念的空间兑现——通

表 6　空间溢出效应

DID_Near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1）
全样本

HUUL
-0. 059***

（-2. 882）
No
Yes
Yes

2 880
0. 826

（2）

HUUL
-0. 043**

（-2. 178）
Yes
Yes
Yes

2 880
0. 839

（3）
非城市群

HUUL
-0. 033

（-0. 943）
Yes
Yes
Yes

1 456
0. 821

（4）
城市群

HUUL
-0. 055**

（-2. 534）
Yes
Yes
Yes

1 424
0. 864

注：***、**、*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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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智慧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让城市空间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唯有将技术

进步落脚于人的福祉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才能超越工具理性的局限，迈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

实现城市发展从效率优先向公平包容、宜居宜业的深层转型。

六、结论与启示

既有研究多将智慧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的关系置于城市发展的宏观框架中［39］［40］，存在机制黑

箱化与效应混同化的双重局限。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三维分析框架，

从土地要素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

上，通过采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 2008—2023 年间中国 278 个地级市的面板

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智慧城市建

设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如下。（1） 2008—2023 年，中国地

级市 HUUL 指数从核心-边缘结构转向多中心网络格局，区域差距显著收窄，印证了土地高质量利

用在空间均衡与协同发展上的系统性进阶。（2） 智慧城市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土地的高质量利

用；在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这一影响效应约为 3. 3%。（3） 数字赋能、绿色创新以及传统

产业集聚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作用机制。（4） 智慧城市建设表现出对邻近

城市土地利用质量的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原因为试点城市对邻近城市技术及产业具有虹

吸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城市的土地高质量利用产生了抑制作用。本研究从理论层面深

化了智慧城市与土地要素利用效率的关系认知：一方面，突破传统研究将土地利用与智慧城市建

设目标简单关联的范式，揭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赋能、绿色创新、产业集聚三大路径提升土

地利用质量的具体作用链条；另一方面，证实智慧城市建设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试点城市对邻

近地区产生技术虹吸效应，形成了区域发展的非对称竞争格局。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1） 智慧城市

建设对于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具有积极意义。建议将智慧城市的数字孪生、实时感知、智能决

策技术，深度嵌入土地管理全流程，打造智慧土地大脑，解决以往重审批、轻监测的痛点，推动城

市土地利用从事后被动整治转向事前主动优化。（2） 尽管智慧城市建设的投入巨大，但其对城市土

地利用质量提升的效果相对有限，本研究的实证发现表明，智慧城市对智慧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不

显著，说明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因此，应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从技术驱动向场景牵引、需

求导向转型。试点城市应进一步梳理辖区内传统产业的数智化升级痛点，确保技术投入精准服务于

城市建设，而非单纯追求硬件铺设。（3）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对邻近非试点城市存在显著的负

向空间溢出效应，尤其在城市群内更为突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违背了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导向。因此，必须打破“孤岛式”建设思维，构建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推动试点城市向周围

非试点城市开放非涉密的城市数据接口，鼓励试点城市与邻近地区合作设立数字技术应用转化基

地，承接本地孵化但尚未规模化的企业，实现核心试点城市与周边城市智慧建设的协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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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the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

LÜ Kun，LÜ Pi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ow to achieve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a crucial resource—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pressing issue.  Enhancing spa⁃
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transforming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s through such 
utilization are directly linked to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7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3，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 by employing the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an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quality of urban land use in China exhibits a pronounced “core-periphery”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with a clear advantage for coastal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a relative lag in the western areas.  How⁃
ever， the range of high-value zones continues to expand over time， indicating an overall trend towards bal⁃
anced regional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The pilot policies for smart cit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high-
quality urban land utilization， with an average improvement rate of 3. 3%， and the core mechanisms involve 
digital empowerment， green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pilot cities 
exhibi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surrounding areas， as the technology siphoning effect leads to a decline in 
high-quality urban land utilization in adjacent region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s of pilot cities， guiding non-pilot areas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that emphasizes intensification and low carbon， while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radi⁃
tional industries i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land use.  Furthermore， 
establishing region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is essential to mitigate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s， promote bal⁃
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citi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integrating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intensive land utilization.
Key words： smart city；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 digital empowerment； multi-period DID 
mode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责任编辑  周振新）

—— 120




